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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
“失去的三十年”及其思想史效应

李 乾 坤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0093)

摘 要: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和法

兰克福学派在1933年至1963年之间处于中断状态。但这三十年里的历史变迁和若干学者的坚守、探索也为

1963年后战后成长起来的德国青年一代学者重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提供了深刻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

“失去的三十年”使德国马克思主义传统发生了重大断裂,这对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

在重建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上,卢卡奇所奠定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全面复兴。理解这一过程有助

于我们把握德国马克思主义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完整历史逻辑,为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方法

论抉择和当代德国左翼理论的特征,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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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德国的命运水

乳交融。然而总体来看,我国对德国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并未形成一个专题。相关研究中

值得一提的,是白锡堃先生在黄楠森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八卷中撰写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原联邦德国”一章。在这里,白先生以发展史的视角,从福音新教研究会、法兰克福学派和德

国共产党三个方面对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行了介绍[1]。此外,相关研究集中在西方

马克思主义的专题研究之中,而往往缺少对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内部复杂关系的探究。这其中,
研究界很少意识到一个问题的重要性,这就是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着一段长达三十年

之久的空白。而实际上这一空白深刻影响了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走向,这尤其表现在法兰

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传统之上。在本文中,我们首先通过对这三十年前后德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

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所遭遇的历史命运进行回顾,进而考察这三十年为此后重建德国马克思主义传

统所提供的现实与理论基础,最后探讨“失去的三十年”的思想史效应。在这一考察中,我们关注的

一个重要线索就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德国青年一代学者重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探索,特别是

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中出现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转向的具体原因。

一、1933-1963:失去的三十年

自1933年至1963年整整三十年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几乎是空白的。德国马克思主义

① 在本文语境中,涉及1949年之后的德国专指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在本文考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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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以及法兰克福学

派。魏玛共和国期间,是20世纪德国整个思想界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空前活跃的十多年。德

国共产党的“异端”柯尔施在1923年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卢卡奇等人开启了西方马克思

主义;同年,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正式成立,宣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开端。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上的这段空白始自1933年,这一点并不难理解。纳粹正是通过制造国会纵火案,首先拿德国共产

党人祭旗从而掌握权力的,在此之后,德国左翼力量的境况急转直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迅即成

为被清洗的对象,两党从此基本上告别了德国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舞台。而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也

因其主要成员的犹太人身份,被迫辗转流亡;二战后民主德国成立,在其境内的德国共产党和社会

民主党联合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德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从此也就分道扬镳。东德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传统在此后基本上依附于苏联的体系,并无波澜,而在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则继续被

压抑。
在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之后,强势的反共人士康拉德·阿登纳当政,他坚定地执行了向美国

主导的西方世界靠拢的政策,这是战后德国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阿登纳积极将联邦德国

打造成为欧洲政治版图中抵御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从而为联邦德国争取到在西方世界的地位。
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铁幕的矗立,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盛行的麦卡锡主义,这些都直接影响到联

邦德国的政治氛围。在阿登纳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人士的压制下,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

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这种打压在这三个传统上有不同的表现。阿登纳政府

对德国共产党采取强硬措施,在1956年8月17日,联邦德国宪法法庭甚至取缔德国共产党的一切

政治活动。与之相比,可能更为糟糕的是在同一年2月14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在这次历史性的

大会上,因为斯大林的理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遭到了全盘否定,由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实

践也同时被否定了,带给西方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信仰者的是错愕、彷徨和荒谬感。德国共产党的

吸引力同时也跌倒了谷底。直到1968年,新的德国共产党(DKP)才在联邦德国重建起来。与德国

共产党相比,德国社会民主党从事的是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路线,但在战后联邦德国经济全面繁

荣、社会福利大幅改善、阶级矛盾日渐消弭的全新的社会条件下,它在国会选举中不断失利。最终,
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在1959年11月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戈德斯贝格纲领”,正式放弃了马

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转变为全民党。这个“修正主义”的政党甚至连修正的对象都不

要了。
法兰克福学派为何直到1963年之后才得以重建其传统呢? 早在1950年,霍克海默、阿多诺和

波洛克等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位主要成员就回到德国,重建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但尽管法兰克

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回归了,曾经的批判理论传统却并没有一同回归。这是为什么呢? 在当时的政

治氛围之中,一向谨慎行事的霍克海默并没有在研究所的研究纲领中,为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留

下任何位置。而为了研究所的生存,霍克海默不得不向美国财团请求经费,向德国的政界和工商界

人士寻求支持。在回归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社会研究所更是将主要工作放在贯彻美国式的实

证社会学研究之上,社会研究所其实已经成为“重建社会里的批判性装饰”[3]573。所以,据阿多诺的

学生巴克豪斯讲,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两人从不鼓励学生做马克思方面的研究,因为他们觉得对于学

生来讲马克思“太难了”。正因此,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返回德国后,在20世纪30至40年代

形成的批判理论传统也并未再像从前一样发挥出作用来。这样一个事实可以佐证法兰克福学派批

判理论在这一时期的压抑状态: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典的《启蒙辩证法》,直到德国“六八”
学生运动时,想要读这本书的学生还要借助于盗版才能读到,最后还是在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的主

持下,《启蒙辩证法》才在1969年重新出版。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专家魏格豪斯也向人们描述了这

一历史状况:“与霍克海默一样,阿多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并不很受学生欢迎。……霍克海默和

阿多诺联合主持的研讨班,成了魏玛共和国末期、法兰克福大学全盛时期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苍



白之影……《启蒙辩证法》、《新音乐哲学》和《伦理随想录》等书,在联邦共和国的情境中,已经和他

们所处的传统切断了联系,而且也无法有效地融入到两位作者当前从事的学术活动之中。”[3]594关
于二战后联邦德国思想领域的氛围,南斯拉夫哲学家弗兰尼茨基同样指出:“西德战后的局势无论

如何都不利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即使是战后时期,由于冷战和当时领导的明显的反共主

义……也未曾为造就一代马克思主义的新人提供什么有利的条件……”[4]37通过这些表述,我们就

可以理解这一特殊的思想形势了。
综上,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个事实是,当德国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迫

切需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理论时,他们面对的几乎是一片空白①。也正因此,这一代学者历史性地

承担起了重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任务。“重建”这一二战后德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核心主张,也成

为20世纪60至70年代联邦德国青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关键词。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

明白战后联邦德国马克思研究的走向了。

二、失去的三十年中未失去的东西:重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与中介

尽管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出现了这段长达三十年的沉寂,但是,在这三十年里,马克思主

义的火种并未完全熄灭。正相反,这三十年里,特别是二战后的十余年,对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

德国马克思主义“重建”产生了内在而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为之提供了现实基础以及理论中介。

1.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联邦德国相当一段时间的沉寂,不仅仅是因为受到了来自政治上的压制,更
因为在德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氛围中,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政治主张已经很

难获得大众的支持。而这些现象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原因,这些原因可以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

三个角度来总结。
在政治上,战后德国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进行全面的民主化改造。这个民主化改造

过程,是在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的推动下完成的。联邦德国的民主化改造吸取了历史上的两个重

大教训:魏玛共和国的失败以及纳粹的上台。一方面,这个民主化决不能重蹈魏玛共和国软弱民主

制度的覆辙;而另一方面,则要坚决预防一切破坏民主法制的独裁势力上台。联邦德国政治体制的

现代化,第一步就是制定了《基本法》。《基本法》规定了联邦德国的政治体制,即实行议会民主制和

福利社会制的联邦制国家。这个《基本法》尽管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但却在基本框架上为日后联

邦德国更为健全的民主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英、法、美等国相比,德国的政治制度其实长期

处于落后状态,直到1918年威廉二世退位才结束了君主制度;而魏玛共和国则因为不健全的民主

制度和德国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为纳粹主义获得统治权提供了机会。因此,德国在战后所

进行的民主化改革中确立的“民主制、法治、联邦制和福利国家”四原则,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一

套有力、行之有效、带有鲜明西方民主色彩的民主制度从根本上确立下来。这一政治景观,其实是

历史上的德国人从未真正遭遇过的。
政治上的改造与经济体制上的改革相辅相成,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以艾哈德为工程师所建立

的一套全新的具有德国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市场经济这一经济政策,源于20世纪30
年代以瓦尔特·欧根为代表的德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确立这一经济体制所针对的就是传统德

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容克资产阶级掌控的德国经济。正是这种从传统容克地主阶级演变过来的

垄断经济体制,使得德国的现代化与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紧密捆绑在一起,将德国人民推向了战争

① 需要补充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联邦德国的福音新教研究会下设的马克思主义委员会,曾于1954年至1972年间出

版了7卷《马克思主义研究》辑刊,这是在联邦德国早期少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然而其中发表的文章具有很强的西方“马克思学”色彩,

并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与苦难的深渊。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如艾哈德所说,就是“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寻找的一条健全

的中间道路”[5],它有意与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抗衡,以私有制为基础,主张市场经

济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国家只是制定相关经济政策,规范市场竞争规则,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

来减缓私有制经济之下的贫富两极分化,参与调整社会财富分配。这一套经济政策的有力实施,再
加上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以及联邦德国在对外经济政策上积极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建立欧洲

经济共同体,加大在科学技术和工程工艺上的投入,种种因素推动联邦德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现

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使德国迅速跻身世界经济强国行列。
经济上的腾飞有力地支持了德国福利国家政策的实行,公民在保险、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享

受到了高度的保障,大大缩小了贫富差距,社会矛盾得到了极大缓和。自1960年起,德国已经基本

实现了全面就业。经济上的发展导致了阶级力量的变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对立的社会彻

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大量中产阶级所构成的社会。德国的主要政党,从基督教民主联盟

到社会民主党,都不再强调自身的阶级属性,而重新定位为“全民党”,这些党派之间也不再存在突

出的矛盾和对立,而是在大体的方向上,在社会政策和外交政策方面进行博弈。正因此,马克思主

义和社会主义在联邦德国的政治和文化舞台上日渐式微,在这个意义上,左翼知识界如何重建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就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综上,联邦德国二战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迎来了深刻变

革,成为一个在经济上以开放的、充分竞争的市场为基础,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公民的社会生活

得到全面保障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而这些现象所昭示的本质,则是经济的支配力量排除了一切

传统的特权力量,成为社会的统治性因素。以商品交换为基础,在商品交换原则之上形成的平等、
自由、民主的理念,在德国扎下根来。这正是德国年轻一代学者在重建对马克思的理解时,自觉或

不自觉地面对的经验前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背景之上,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德国马克思

研究领域所兴起的理论运动,特别是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整合起既有的思想资源,将全部注意力集

中在价值形式理论之上,其实有着深刻的现实合理性,而德国的社会历史变革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真理性。

2.理论中介

在这“失去的三十年”里,德国仅有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灯人”接续和传播了马克思主

义的火种。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列奥·科夫勒(LeoKofler)、伊林·费切尔(IringFetscher)、沃
尔夫冈·阿本德洛特(WolfgangAbendroth)①等人。这些学者,在德国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
年代为新一代年轻学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思想做出了重要的努力。这其中,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发挥了最重要的中介作用的,当属科夫勒和费切尔。
科夫勒在我国学界几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然而他在德国二战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和传承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弗兰尼茨基将科夫勒视为联邦德国与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

斯、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人并列的重要思想家,他这样评价科夫勒:“科夫勒属于那样一类马克思主

义者,他们持这样的观点,即在社会主义的这个发展阶段,计划经济仍然必须同自由市场和企业内

的民主自治结合起来。”[4]101科夫勒作为横跨不同重大历史阶段、历经东西方阵营不同理论传统的

极具特殊性的思想家,有着复杂的理论背景,他1907年生于奥匈帝国的今乌克兰地区,青年时期曾

先后求学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斯·阿德勒和卢卡奇。二战后,科夫勒在民主德国的哈

勒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在哈勒大学任教。1949-1950年前后科夫勒因与官方意识形态发生冲

① 阿本德洛特出生于1906年,是一位忠诚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儿子,他在青少年时期便先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后来

出于对德国共产党的不满而在1928年退党。1935年他于伯尔尼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8年担任马堡大学法学系教授,代表作有《欧洲

工人运动社会史》(1965)等。



突,他的代表作也遭到了官方发动的大批判[6]226-227。此后科夫勒退出德国统一社会党,离开民主德

国前往联邦德国,在联邦德国进行巡回演讲,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六八”学生运动期间,在革命

学生的争取下,科夫勒在波鸿鲁尔大学获得了教席,并一直任教到1991年。他的代表作有《市民社

会史》(1949)、《历史与辩证法》(1955)、《人道主义的人类学与辩证唯物主义》(1982)等。
有两条主线始终贯穿在科夫勒思想之中,一个是阿德勒和鲍威尔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传统,另

一个就是青年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总体性辩证法思想。科夫勒坚持总体性

辩证法的原则,曾与民主德国的主流哲学家库尔特·哈格尔①发生激烈争论。哈格尔批评科夫勒

的哲学主张是一种“唯心主义”,科夫勒随后以《历史与辩证法》这一研究笔记来回应对他的批判,这
部研究笔记在1955年公开出版,它非常典型地代表了科夫勒对辩证法问题的认识。在这本书中,
他梳理了历史上的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认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为对立的统一提供

了可能性。在此基础上科夫勒继续强调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在他看来一切非辩证的哲学的缺陷

就在于无法为意识与存在的统一提供前提;他推崇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在克服费尔巴哈直观唯心主

义上的作用。这种辩证逻辑,就是方法与现实性、形式与内容、意识与存在现实性理论之上的统一。
在这种方法之上,他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和商品生产之上的异化与物化现象以及拜物教

问题。在科夫勒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重建之上,青年卢卡奇的色彩淋漓尽致,科夫勒的传记作者这样

写道:“他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重建,这种辩证法建立在作为意识的统一的行动与总体性之上,建立在

意识形态批判与对唯心主义传统,首先是黑格尔的批判性回溯之上,科夫勒在《历史与辩证法》中显

然继续推进了在《社会的科学》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色彩。”[6]257科夫勒正是坚持发展青年卢卡奇思

想的,因此有学者便认为科夫勒的“历史与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构成了新马克思阅读开拓者巴克豪

斯辩证法思想的基本构架[7]。正是以科夫勒为中介,这种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被重新介绍到

了正在重建对马克思思想理解的联邦德国,成为年轻一代学者理解马克思的重要来源。
除科夫勒以外,伊林·费切尔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黑格尔主义转向上同样具有至关重要

的甚至更为直接的影响②。费切尔在1963年后长期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在社会学研究所的地位

和影响比肩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他指导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多位学生。美国学者凯文·安

德森曾这样评价费切尔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所扮演的角色:“伊林·费切尔,战后德国最重要的马克

思解释者之一。对战后德国的知识分子大众来说,他的名字就像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其他著名的左

翼思想家一样,如雷贯耳,几乎无人不晓。费切尔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30载,他的著作向我们显示

了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面,即不是迂回从事文化批判而是更直接地从事马克思著作的重新

解释。与此同时,费切尔……发展了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和卡尔·柯尔施的黑格尔的马克思主

义。”[8]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费切尔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及其方法论上的特征。
费切尔在二战期间就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战后又在法国专门从事黑格尔研究,他于1960

年发表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充分显示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水平。费切尔主要理论研究的

思想史背景就是西方思想界对青年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的发现,这一过程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
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哲学内容与青年黑格尔《耶拿实在哲学》中的政治经济

学和政治学的内容为寻找这两位思想巨人的共同点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文献支持。需要强调的

是,其实这条研究路径正是青年卢卡奇已经明确规划并在《青年黑格尔》中所进行的。在费切尔看

来,马克思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两个核心领域上,都是黑格尔的学生以及批判的继承者[8];在历史哲

学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在一些基本的信念上是一致的:“这二人都把历史进程看作是客观理性。”[9]70

①

②

库尔特·哈格尔(KurtHager,1912-1998),曾担任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哲学家,理论家。

关于这一点,笔者2016年6月27日在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教授的研讨小组介绍自己博士论文研究计划时,豪格教授明

确强调了费切尔对马克思的黑格尔式的阐释方式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黑格尔主义方法的决定性影响。



两人都将否定性的因素视作历史进步的动力。然而费切尔认为他们的重要区别在于,在黑格尔那

里,对历史的理解与对历史的阐释只有在事后才可能;而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理性可以把握过去与

未来,并且恰恰可以通过革命性的活动实现历史理性。“就此而言,马克思并没有在哲学上背离黑

格尔,他只是赋予了黑格尔的思想以现实的、革命的转向。”[9]73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历史哲学上的共

同性,在费切尔看来恰恰源于两人面对着共同的思想资源,即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现代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这一点已经由卢卡奇所指出。在人类学意义上,费切尔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把人理解

为一种本质,这种本质必须首先把自己塑造成为它之所是。”[9]77然而在黑格尔那里,人通过人而进

行的“人化”过程是在神学的框架中完成的,因此动物性的存在实现为绝对精神。在这一意义上,人
的劳动成为精神借助其返回到自身的中介。在人的本质的实现上,马克思和黑格尔都借助于劳动:
劳动是人自我确证的本质,而和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坚持劳动的物质性方面,并且“只有当人以

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某一片自然,或者当这一片自然的所有者将其出让给他时,劳动才会成为可

能”[9]83。劳动的这种物质性,也就是劳动者的所有者的身份,就是马克思坚持的劳动的社会属性。
我们因此可以看到,费切尔尽管在马克思研究上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他本人也并非是一位马

克思主义者,但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上,却和科夫勒以及科夫勒所代表的卢卡奇传统相一致,共同走

向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三、“失去的三十年”的思想史效应

通过前文对德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失去的三十年的历史,以及在这三十年里一些并未失去的

理论中介的回顾,我们已经清楚了失去的三十年这一客观情况。那么,这三十年究竟对德国马克思

主义传统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德国马克思主义传统发生了重大的断裂。自19世纪中叶一直到1933年,德国的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是一个未曾中断的、有着紧密传承关系的历史过程。但是“失去的三十年”造成了德国

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重大断裂,使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政治方面来看,德国社

会民主党彻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指导纲领,开始明确走向了多元化;而德国共产党尽

管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但彻底失去了现实的号召力和实践能力,成为德国政治领域作用极其有

限的小党;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情形显示出,在二战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德国很难发

挥社会作用,也很难再获得现实的阶级基础。在理论传统方面,回归德国后的法兰克福学派也完全

隐匿了20世纪30至40年代的批判理论研究成果。德国马克思主义曾在魏玛时代获得繁荣的三

个主要组成部分,都因为这三十年而在思想史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断裂。
其次,失去的三十年深刻塑造了德国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批判理论版图。正是因为马克思

主义传统的断裂,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德国青年一代左翼学者在开始审视资本主义社会并对其采取

批判态度时,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一部分青年人试图在全新的

历史背景和文献背景上重建对马克思的理解,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和新马克

思阅读运动。阿尔弗雷德·施密特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力量,1962年出版了他的博士

论文《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这部著作被视作“开启了马克思理解的新篇章”[10]。而新马克思阅读运

动提出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基础上重建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11]。重建对

马克思的理解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后又和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批判理论的重新发现联系在一起,
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批判理论传统被重新发现①。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上,另
一部分人开始明确告别马克思的传统,在西方经典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寻找解释资本主义的依据,这

① 在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的主持下,《启蒙辩证法》《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等一系列经典文本在20世纪70年代才陆续重新发

表。施密特还于1980年再版了《社会研究杂志》。



一路径尤其以哈贝马斯为代表。正因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的中断,使哈贝马斯并未认识

到批判理论拥有什么成体系的东西,更不会强调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在全

新的理论资源上建构了一条主体间性理论的路径。这两个方向的分歧,决定性地界划了德国20世

纪60年代之后批判理论的格局。
再次,以卢卡奇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复兴,这是“失去的三十年”在理论上最

重要的成果。德国战后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学者,面对着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解范式的历史任务,而
这一“重建”的理论来源,主要是由科夫勒和费切尔等人所传播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由此卢

卡奇所奠定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全面的复兴。施密特在1969年出版的回击法国结构

主义挑战的《历史与结构》一书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继承关系。他指

出:“仅就马克思不考虑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也试图描述它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即一个自我说

明的体系而言,他的理论追随着黑格尔的理论。”[12]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更为集中地体现了这种黑格

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巴克豪斯的思想启蒙便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并且他听过科夫勒的

巡讲;而莱希尔特的博士论文就是在费切尔指导下完成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

学手稿的重新解读,就是要重建对马克思的理解。他们通过对马克思价值形式概念等一系列经济

学范畴的研究,强调价值形式分析背后的社会关系维度,并使用黑格尔的“二重化”概念对价值形式

的辩证运动加以阐发。
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更体现在革命实践的主题之上,这在德国“六八”运动的两个灵

魂人物鲁迪·杜什克①和汉斯-于尔根·克拉尔②身上体现得相当充分。杜什克曾大量阅读了卢卡

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的著作,并一度计划以卢卡奇思想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1966
年,杜什克还曾专门拜访被他称作“老同志”[13]的卢卡奇。和杜什克不同,克拉尔更加注重理论研

究,这位阿多诺的学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坚持了卢卡奇的路径。克拉尔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大

量理论研究手稿和笔记,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研究笔记占据了很显眼的位置。克拉尔所

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激发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与统治。克拉尔

也直接影响了一些当代激进思想家,如奈格里就公开表示:“我所秉持的一直是汉斯-于尔根·克拉

尔的那种卢卡奇式的通向马克思的本体论路径。”[14]可见,在杜什克和克拉尔这里,更为直接地展

现出了卢卡奇所奠定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
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也适应了德国的社会现实。卢卡奇所面对的由商品所支配的

物化世界和物化意识,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福利社会、消费社会的全新形态中更为彻底地展

现出来,客观的经济原则愈发具有强大的力量,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似乎都消失了。面对这

一新现实,承担解放任务的主体力量何处追寻?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20世纪60年代这批德国青年

学者,与2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拓者走到了一起。克拉尔就指出:“在其中恢复了马克思主义

和哲学关系的哲学批判式推演,首先以黑格尔的方式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柯尔施的《马克思和

哲学》中被开辟,恰恰是在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革命状况中被建立的。”[15]为了激发

马克思思想的生命力,特别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的主体向度,就必然呼唤黑格尔主义的这

种方法论。这正是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失去的三十年所带来的全新现实,以及在这种现实上

重新进行理论选择与建构的结果。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强调了历史

辩证法的同时,也存在着重大的理论不足,它欠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完整把握,在本质上是

一种人本主义的哲学方法,以这一哲学方法为指导的“六八”运动的失败,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哲学

①

②

鲁迪·杜什克(1940-1979),德国政治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曾求学于柏林自由大学,联邦德国“六八”运动的学生领袖。

汉斯-于尔根·克拉尔(1943-1970),德国“六八”运动时期著名学生活动家,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阿多诺的博士生。

1970年遭车祸英年早逝,遗著有文集《宪法与阶级斗争》(1971)。



方法的不足。

四、结 语

一直以来,我国学界对20世纪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脉络的研究,并未形成专门的课题,特别

是对二战后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专题研究,进行得并不多。这条线索被掩盖在了法兰

克福学派影响更大但论域也更为宽泛的批判理论传统之中。如今我们有必要将这一线索挖掘出来

加以考察。
在今天,回顾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失去的三十年”,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具有如下三方

面的意义。首先,这可以深化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在逻辑的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哲学方法论的开端上,总体上是以设定了主体创造性的黑格尔主义方法为根基的,这一点在德国

尤其明显。但是这一产生自20世纪20至30年代的人本主义思潮为何在60年代复兴? 三十年里

失去的传统和留下的中介就是原因。其次,对这一历史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战后联邦德国左

翼理论,特别是其核心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第二代在方法与逻辑上的抉择。通过这一审视我们

会发现,思想史绝非均质的前后相继,其中充满了断裂与跳跃。德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断裂,以及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在方法论上重归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到后来

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对这一哲学方法论加以彻底批判,对学生运动嗤之以鼻,就是绝佳的思想

史案例。这种断裂和重建,其中的历史、现实和理论传承的交织,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最后,梳理

“失去的三十年”以及战后一代青年学者重新回到黑格尔主义方法论的过程,也为我们理解德国当

代左翼理论图景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缺陷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这批坚持以马

克思研究为核心的学者,坚持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批判理论传承者,深刻塑造了当代德国批

判理论的理论版图。今天活跃在德国学术界的许多马克思研究者,都可以还原到这一谱系之中,理
解了他们的理论渊源,对于我们研究、批判当代德国批判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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